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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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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科技创新发展中的绿色技术创新受到持续关注。基于2003－2020年中国269个城市数据，以创新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使用交错双重差分法（Staggered-DID）实证分析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创新激励政策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一步区分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后，这一结果依然显著。考虑政策叠加、安慰剂检验等进行稳健性分析，可以看出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创新激励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果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中城市以及营商环境好的地区更为明显。宏观与微观双重视角的机制分析显示，宏观层面加速数字经济进程和金融科技发展，微观层面企业规避环保投资成本上升风险，偏向绿色研发投资活动是创新激励政策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这一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强化政府主导的创新体系建设，完善数字经济平台和绿色投融资渠道，可促进绿色创新发展。这一研究对于理解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激励效应，提供了新的思路。【摘要中对中介效应是否提及？除此之外在标红的部分用具体的政策启示代替此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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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ect of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Evidence from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Impact Mechanism  Analysis of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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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was proposed, the share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has continued to rise,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many scholars. Based on the data of 269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03 to 2020, using the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Staggered-DID)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ts inherent mechanism. Research shows that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is result is still significant after further distinguishing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nsidering policy overlay, placebo test, etc., the abov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of innovation incentive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regions with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mechanism analysi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 of macro and micro shows that the macro level accelerates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financ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t the micro level, enterprises avoid the risk of rising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costs and prefer green R&D investment activities, which is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to enhanc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idea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cy incentive effect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ince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goals were propose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has received continuous attent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269 Chinese cities from 2003 to 2020, taking the pilot policy of innovative cities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stagger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Staggered-DID) i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fter furthe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result remains significant. Robustness analysis considering policy superposition and placebo tests shows that the abov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policy effect of innovation incentives o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more obviou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regions with a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mechanism analysis from both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shows that at the macro level,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and at the micro level, enterprises avoiding the risk of ris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costs and preferring green R&D investment activities are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by which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enhance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lie in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led innov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he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 and gree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hannels, which can promote gree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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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时间表，即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面对“双碳”目标和绿色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要求，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新一轮工业革命与科技竞争中的一个重要且新兴的领域。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绿色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市场规模达到959.73亿元，创历史新高[footnoteRef:0]【请将此标注在参考文献中进行标注并在此处标引补标文献证明数据来源】。作为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绿色技术的创新日益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成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0:  数据来源：《全球与中国绿色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市场深度调查报告》，睿略咨询，2023年8月11日，网址：https://www.shangyexinzhi.com/article/11179772.html.]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涉及数字经济（如韦施威等[1]的研究）、环境规制与环境成本（如卞晨等[2]、邹甘娜等[3]、Cai等[4]的研究）[2-4]、绿色金融与信贷政策（如周肖肖等，李强和陈山漫，邓九生和王一凡的研究【两个作者的同样只标注首个作者+等，并且序号随等字之后出现；英文文献的作者名称仅首字母大写；注意字体与正文保持一致；文献与文献之间用顿号连接。下文标红的文献请作者对应检查修改】）[5-7]、企业社会责任（如陈爱珍和王闯，冉戎等的研究）[8, 9]、智慧城市试点（如高峰等，TANG等的研究）[10, 11]、企业高管特征与行为（如尹西明等的研究）[12]，空间集聚效应（如吴朝霞等的研究）[13]等因素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研究探讨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实现路径（如张琳琳等的研究）[14]，以及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如张纪凤等的研究）[15]【以上相关文献请参照文献1的表述方式进行清晰分别的列举说明】。上述文献推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作为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的重要一环，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与一般性的技术创新具有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特点，不仅依赖技术创新活动中内在因素的驱动，外部的政策激励作用也不可忽视（如袁航和朱承亮，SANDRINE，Lu等的研究）[16-18]【请进行分别且清晰的引用】。虽然市场化在配置创新资源，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许多绿色技术尽管具有广阔的前景但不具备比较优势，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离不开政策的扶持。
中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出台了一系列的创新政策引导和鼓励技术创新。创新政策的激励作用是否存在边界效应或溢出效应，能否改变绿色技术创新活动路径，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认识政策激励下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形成机理，优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路径，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26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创新城市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Staggered-DID），实证分析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1.1 直接传导机制
[bookmark: _GoBack]从宏观层面看，创新激励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可弥补创新要素流动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背景下，政府实施的各类创新政策，往往带有明显的导向性、适用条件和政策范围。不符合创新激励政策标准的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技术面临越来越大的空间挤压而寻求转型升级；相反地，绿色技术创新因其在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领域的特征而获得较大的政策扶持空间，促进绿色技术发展[2319]。例如，创新政策通过改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环境规制，完善要素市场和信贷市场供给，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突出技术创新的靶向作用,为新兴技术创新提供基础研究环境[4]。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创新政策可依据不同城市要素禀赋结构的特点，引导创新资源流向具有潜在优势的绿色技术创新领域，即发挥政府在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的作用[2220]。
从微观层面看，绿色技术属于在生产、消费和生活等各个领域中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和改善生态的技术，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外部性和动态性的特征。企业仅依靠自身对风险收益的判断，很难自发做出面向绿色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决策。但是在创新激励政策的整体框架内，与之相配套的环境规制、税收优惠、研发补贴、信贷支持等政策信息，传递至企业层面时，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方向，倒逼企业加快生产设备与流程工艺的升级换代，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2124]。与此同时，企业投资的绿色技术领域大都符合国家创新政策的扶持标准，而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各类资金补贴和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缓解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活动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弥补绿色技术研发成本，从而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此，提出假说1：创新激励政策可以提升具有绿色技术创新提升效应。
1.2 间接传导机制
1.2.1宏观视角的分析
从宏观角度看，创新激励政策会加快数字经济进程，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进而形成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实施创新政策的目的之一在于，加快城市创新能力，推动产业创新与升级，这极大地促进了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崛起和发展，从而带动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创新政策具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导向，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各类数字经济因其低耗能、无污染、高附加值、前瞻性而与创新政策的导向性相契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类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平台、数字化交互模式加速迭代，层出不穷，重构了众多产业的发展形态和格局，并推升了一系列以绿色产业为主的新兴技术的出现与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不断渗入与深化，生产部门与监管部门能够精准检测能耗及排污情况，从而不断调整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供给端的节能减排，畅通生产信息以提高绿色创新能力[2522]。同时，企业凭借数字技术优化创新资源分配能力，通过数字平台整合绿色环保知识，引导生产部门进行绿色产品研发[2623]，进而强化在绿色产品研发领域的竞争优势，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因此，创新激励政策通过强化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推动了绿色技术创新。
就金融科技的发展而言，创新激励政策的手段之一在于发挥金融市场的润滑剂作用，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等，加大科创信贷支持力度，这为“科技+金融”模式的出现、融合与发展创造了空间，以满足科创投融资市场的巨大需求。绿色技术创新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和长周期性,因而需要有健全的金融服务体系才能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2724]。金融科技发展可以帮助资金供给方提高识别投资者的信贷资质的准确性和信息完备性，降低信贷风险水平和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尤其对于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的投资发展，金融科技的嵌入，能够极大地减少信息不对称性，真正识别出那些具有投资潜力的创新项目，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投入[2825]。因此，创新政策加速了金融科技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提出假说 2a：加快数字经济进程和金融科技发展是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宏观机制。
1.2.2微观视角的分析
从微观角度看，在创新激励政策下企业寻求规避环境投资成本上升，偏向绿色技术研发投资进而提升了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创新激励政策旨在通过政策引导、示范和鼓励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创新体系。例如，在监测和评估创新城市试点城市的系列指标中,“国家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营业总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万元GDP综合能耗”等指标间接提高了污染性、高耗能企业的生成经营成本。为适应创新政策实施中的各类环境规制要求，企业会采用清洁高效低碳的工业能源消费结构，改造工艺流程，无形中大幅增加了环保投资支出成本。相反地，若企业的投入涉及绿色技术领域，则能占据政策优势，享受政策优惠，降低交易成本。已有研究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策略的干预和引导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尽管企业可能存在为获取政府补贴而调整投资策略的投机行为（如BOEING等，SHAPIRA等，肖兴志和王伊攀的研究）[29-3126-28]【请进行分别且清晰的引用】。因此，创新政策支持的领域，将作为企业重要的投资信号，激励企业规避环保投资支出成本上升风险，并逐渐放弃与创新激励政策方向相悖的投资领域，而加大绿色技术等新兴领域的投资，从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基于此，提出假说2b：企业规避环保成本上升和偏向绿色研发投资是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以创新城市试点为基础，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创新城市试点始于2008年，此后的10年间先后有78个城市开展了创新城市试点工作。因此，将创新城市试点试看作是一项准自然试验，开展创新城市试点的城市视作实验组，未开展创新城市试点的城市视作对照组，由于不同城市进行创新试点的时间并不一致，借鉴Beck等[2932]【与文后的文献不对应】的思路，本文将交错DID模型形式设置如下：
【请补充系数和常数的解释说明，并且注意每一个都应该具有清晰且不同的含义】
【请作者修改多字母变量为正体表示，单字母保持斜体不变，全文检查修改】

                 （1）






式（1）中，为表示绿色技术创新；下标i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表示根据不同城市和年份是否实施创新城市试点政策而重新定义的政策虚拟变量；为其他控制变量；表示城市固定效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表示随机扰动项。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并区分为绿色技术创新的总效应（gpatent）、创新质量（gpatent1）和创新数量（gpatent2）。使用城市层面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总效应，借鉴黎文靖等[3330]【与文后的文献不对应】的思路，技术创新可分为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使用城市层面的绿色技术专利申请数量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总效应，因此，使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表示创新质量，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量表示创新数量。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创新激励政策（policy），用创新城市试点政策衡量。鉴于不同城市进行创新试点的年份不一致，故该变量的取值采取如下方式：若某一城市在某一年被部署开展创新城市试点，则该城市自该年度及以后年度均取值1，试点之前的年度取值为0；若某一城市未被部署开展创新城市试点，则该城市取值为0 。
2.2.3中介变量
数字经济进程（digeco），使用各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衡量。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是一种复杂的经济业态，并没有单一的指标可以客观表征，借鉴赵涛等[3431]【与文后的文献不对应】的思路，以百人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和百人中移动电话用户数作为基础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指标的数据标准化后降维处理，得到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
金融科技发展（fintech），使用金融科技发展指数测度。已有大量文献介绍了这一指标的量化和测度。借鉴李春涛等[3532]【与文后的文献不对应】的研究，使用城市层面所有的与金融科技相关的关键词检索结果数量加总，经对数变换后作为城市层面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的衡量指标。
企业环保成本规避（lnenvin），使用企业环保投资支出额衡量。，企业环保投资支出额越大，表示用于环保投资的成本越高；反之越低。具体而言，根据上市公司年报附注“在建工程”和“管理费用”明细中披露的环保支出，借鉴杨旭东等[3633]【与文后的文献不对应】的做法，将“在建工程”和“管理费用”科目明细中的各类支出筛选出与环保直接相关的支出，加总得到企业年度环保投资支出额。同时，使用企业年末总资产对环保投资支出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控制公司规模差异的影响。
企业绿色研发创新（cpatent），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企业绿色研发创新投资属于创新活动中的投入阶段，而专利申请量属于创新活动中的产出阶段，二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因此使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数量衡量。
2.2.4控制变量【补标文献证明其选择的可信度，否则需要一一说明选择此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的原因且原因要详尽、有理有据】
结合既有研究【补标相关的文献研究，如果无则需要说明以下变量选择的原因】除创新城市试点政策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本文在模型中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控制了以下变量：（1）宏观：人口自然增长率（ratepopu），、产业结构（industru）、，金融发展（finance）、，科技支出强度（fiscaltech）、，人口规模（popu），人均GDP（pergdp）；。（2）微观：企业年龄（ag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hold1）、，现金占总资产之比（Cashas）、，两职合一（Dual）、，固定资产占比（fixass）、，营业收入增长率（opeinc）、，赫芬达尔指数（HHI_B）、，独立董事占比（indirect）、，财务杠杆率（lever）、，管理层持股比例（Mansha）、，账面市值比（marrat）、，总资产收益率（retass）、，总资产对数（lntasset）。企业层面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缩尾。

2.3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创新城市试点的数据通过手工整理来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网站各年度公布的开展创新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获得；城市专利申请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库服务平台（CNRDS）；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来自2003－2020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03－2020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本文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城市样本，且考虑最早的试点政策年份之前的有足够的样本数据，最后保留了2003－2020年中国269个城市面板数据，其中包含试点城市64个1），非试点城市205个。篇幅所限，不再列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细信息备索。【作者的分析中样本城市从头到尾也不清楚是哪些城市，请作者斟酌是否有必要在文后补充注释说明相关的城市具体包括哪些？除此之外请作者讲清楚选择2003－2020年数据的原因；请作者斟酌本文的研究样本是否需要清晰列出，即非试点城市是否需要列出以使得本文的数据是清晰的，可以再注释1）中进行补充说明】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如列（1）结果所示，创新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总效应，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进一步区分绿色创新类型后，无论是列（3）的绿色技术创新质量还是列（45）的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创新激励政策对二者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加入控制变量后，如列（4）和列（6）所示，无论绿色技术创新的总效应，还是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创新政策均显著提升了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且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是存在的，创新激励政策可以优化区域内资源配置，促进创新要素向绿色技术研发创新领域流动，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表1：请作者注意文字部分表述的列（3）和列（4）与表格中呈现的不一致；此外请作者注意列（3）和列（4）、列（5）和列（6）在表头上应该有清晰的区分以展示两列数据的不同之处；请作者检查表格中的变量与上述变量定义时表述一致；请作者修改表格中的负号表述为“−”】
表1  创新激励政策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变量
	绿色技术创新总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质量
	绿色技术创新数量

	
	(1) 不加控制变量
	(2)加入控制变量
	(3) 不加控制变量
	(4) 加入控制变量
	(5) 不加控制变量
	(6) 加入控制变量

	policy
	1.613***
	0.988***
	0.888***
	0.505**
	0.725***
	0.483***

	
	(0.358)
	(0.351)
	(0.202)
	(0.214)
	(0.158)
	(0.144)

	ratepopu
	
	0.030***
	
	0.015***
	
	0.015***

	
	
	(0.010)
	
	(0.005)
	
	(0.005)

	industru
	
	0.847
	
	0.609
	
	0.238

	
	
	(0.687)
	
	(0.488)
	
	(0.202)

	finance
	
	−-0.130
	
	−-0.088
	
	−-0.043

	
	
	(0.148)
	
	(0.099)
	
	(0.052)

	fiscaltech
	
	5.107**
	
	2.776**
	
	2.331**

	
	
	(1.937)
	
	(1.023)
	
	(0.929)

	popu
	
	4.152**
	
	2.530**
	
	1.622**

	
	
	(1.856)
	
	(1.083)
	
	(0.785)

	pergdp
	
	0.596
	
	0.437
	
	0.158

	
	
	(0.382)
	
	(0.269)
	
	(0.122)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0.009
	−-34.840**
	0.002
	−-22.336**
	0.007
	−-12.504**

	
	(0.090)
	(13.803)
	(0.052)
	(8.726)
	(0.039)
	(5.315)

	N/个
	5 084
	5 084
	5 084
	5 084
	5 084
	5 084

	F
	7.014
	15.666
	5.856
	15.696
	8.366
	33.446

	r2_a
	0.576
	0.637
	0.570
	0.634
	0.557
	0.607


注：1）*** 、 **、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2）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稳健性标准误。下同。

3.2 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检验
3.2.1 基于区域差异的视角
表2列（1）~（3）分别呈现了在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域2）【以上地区的划分依据是什么？本文的城市中如何划分的，可以补充注解在文后添加注释进行说明】开展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结果显示，创新激励政策能促进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在西部地区实施的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东、中、西部地区开展创新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因地理禀赋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于西部地区，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基础和政策环境等方面有一定优势，因而创新政策的实施更容易促进形成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3.2.2 基于城市规模差异的分析【请作者确定中小城市与中等城市没有概念上的重合，若有请对应修改并全文检查】
为了考察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是否因城市规模而有所差异，本文首先计算出样本期内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均值，再根据城市人口规模大小将样本城市划分成大城市、中等规模城市和中小城市，进行分样本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列（4）~（6）所示，可以看出创新激励政策对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效应，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创新激励政策对中小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显著。这一估计结果说明，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因城市规模差异而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实施的创新激励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明显优于中小城市。这也间接说明，绿色技术创新如果没有长期的相关要素积累，仅通过政策冲击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创新要素的集聚，并形成实质性的绿色技术创新产出。

【请作者修改表格中的负号表述为“−”】
表2  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区域差异、城市规模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区域差异
	城市规模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4）
中小城市
	（5）
中等城市
	（6）
大城市

	policy
	0.626***
	0.953***
	1.272
	0.256
	0.483***
	0.536***

	
	(0.169)
	(0.250)
	(0.857)
	(0.203)
	(0.123)
	(0.18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_cons
	−-94.377***
	−-13.565***
	−-17.124**
	−-4.214***
	−-7.719**
	−-53.129***

	
	(9.579)
	(3.783)
	(5.554)
	(1.194)
	(3.214)
	(7.651)

	N/个
	1 813
	2 189
	1 082
	2 035
	1 494
	1 555

	r2_a
	0.716
	0.626
	0.611
	0.579
	0.659
	0.710



3.2.3基于城市营商环境差异的视角
本部分进一步从地区营商环境的差异考察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首先计算出2003－2020年样本城市所在省份的营商环境得分，并将不同的省份营商环境划分为优等、中等、低等3个层次，再将其与该省份下的城市进行匹配对应，从而获得城市层面的营商环境得分。按照不同营商环境得分进行分样本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在营商环境为低等和中等样本组中，policy的估计系数均大于0，但仅满足10%的显著性水平；在营商环境优等的样本组中，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上述结果表明，营商环境是创新激励政策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营商环境越好，创新激励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明显。
【表3：检查变量并按照表2的共性问题进行修改】
表3  基于不同营商环境差异的分析
	        
变量
	营商环境

	      变量
	营商环境低等
	营商环境中等
	营商环境优等

	policy
	1.099*
	0.875*
	0.465**

	
	(0.539)
	(0.384)
	(0.2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_cons
	−-21.965***
	−-13.222
	−-101.953***

	
	(6.227)
	(7.759)
	(12.431)

	N/个
	1 711
	867
	1 703

	r2_a
	0.650
	0.689
	0.728




3.3 稳健性检验
3.3.1平行趋势检验
图1呈现了创新城市试点政策前后绿色技术创新的时间趋势图，结果显示政策冲击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出现显著的变化趋势，与政策冲击前差异明显，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在政策冲击3期后又逐渐回落，表明了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是存在的，且政策激励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图1：请作者补充纵坐标刻度的小数点前的数字“0”，并注意纵坐标刻度的表示应该是与横坐标数字的方向一致，不需要与纵坐标标目的方向一致】
[image: ][image: ]
图1 绿色技术创新受政策冲击的时间趋势

3.3.2安慰剂检验
为保证实验组变量变化的效果是源自外生的政策干预而非其他因素的影响，一般通过随机选取个体作为处理组，生成“伪政策虚拟变量”进行回归。由于本文使用的交错双重差分模型（Staggered-DID）中的不同城市的政策时点不同，因此本文先随机抽取城市作为处理组，再为每一个处理组城市随机抽取一个时间作为其政策时点，最后生成“伪政策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将这一过程重复进行500次，得到的500个回归结果的“伪政策虚拟变量”估计系数及其对应的P值进行绘制，如图2所示。图2展示了500个“伪政策虚拟变量”估计系数的核密度分布图及对应的P值，可以看出“伪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位于[-1,1]区间内，且绝大多数集中在0附近，大部分估计值的P值高于0.1，即未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估计结果并非由偶然因素得到的，因而不太可能受到其他政策或随机因素的影响。










【图2：请作者注意我刊为黑白印刷，请确定图中的颜色黑白印刷后不影响图意并且注意正文表述中不出现带颜色的词语标示；请删除图中的“安慰剂检验”字样；请修改纵坐标标目为“P值”的方向同图1纵坐标标目的方向并注意纵坐标刻度中小数点前的“0”不要省略；请作者修改图例中的圆圈的表述为“样本点”；，“1”改为“1.0”表述，除此之外，请作者斟酌是否需要补标图注说明图中虚线代表的含义】
[image: ][image: ]
图2 安慰剂检验结果图
3.3.3 考虑政策叠加的影响
检索发现【指代不清晰】，在开展创新城市试点的样本期内，还存在基于城市层面开展的其他国家级试点政策，例如，2010年和201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先后分两批次在全国36个城市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工作。2012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其中地级市37个。因此，为检验不同政策的叠加可能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以及其他政策是否会覆盖创新城市试点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促进效应，本文在模型中同时加入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CO2co2【2是否为下标请作者确认并保持统一】）”和“智慧城市建设政策（wisdom）”。若加入其他政策后，创新城市试点政策不再显著，则表明创新城市试点的政策效应不存在，本文的结论不稳健；若加入其他政策后，创新城市试点政策依然显著但系数下降，说明创新城市试点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存在被高估的情况，但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估计结果如如表4的估计结果所示，可以看出加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CO2co2）后，policy的系数【检查此表述是否合适并注意上下文相关表述的对应修改】相比于基准回归略有下降，但依然显著为正，且至少通过了1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加入智慧城市建设政策（wisdom）后，系数并不显著，且policy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检查表述？注意wisdom的表述是police×wisdom还是wisdom，并且对应检查上述表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相比于基准回归结果均未出现明显变化【检查表述是否与表格中的数据一致】。上述结果说明，创新城市试点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是存在的，并不存在被过度高估的情况。
【表4：请作者检查标红的变量，确认表述无误请作者参考表2的共性问题进行修改，除此之外，请作者补充列（1）和列（2）、列（3）和列（4）的区别并标注在表头中；注意检查被解释变量的标注是否正确，如果不加入被解释变量，那么将会出现横坐标与纵坐标对应的变量是一致的情况，即co2对应低碳城市试点的数据，将使得表格的数据混乱，请作者对应检查其他表格确认表述“被解释变量”的必要性并添加】
表4  考虑政策叠加后的估计结果
	
变量
	加入低碳城市试点后
	加入假如智慧城市试点后

	
	(1)未加入控制变量
	(2)加入控制变量
	(3) 未加入控制变量
	(4) 加入控制变量

	policy
	1.571***
	0.965**
	1.616***
	0.999***

	
	(0.385)
	(0.370)
	(0.358)
	(0.346)

	CO2co2
	0.723*
	0.598**
	
	

	
	(0.357)
	(0.283)
	
	

	wisdom
	
	
	−-0.037
	−-0.160

	
	
	
	(0.217)
	(0.191)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个体控制
	是
	是
	是
	是

	_cons
	0.013
	−-34.687**
	0.009
	−-35.254**

	
	(0.086)
	(13.219)
	(0.089)
	(13.919)

	N/个
	5 084
	5 084
	5 084
	5 084

	F值
	9.524
	23.483
	6.494
	16.784

	r2_a
	0.586
	0.643
	0.576
	0.637



4 中介作用机制影响机制分析
上文已经证实，创新激励政策会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那么政策实施的过程如何影响了绿色技术创新，本部分将通过机制检验进行分析。就本文而言，中介变量数字经济发展进程、金融科技、环保投资成本上升、绿色研发创新倾向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因果关系在理论逻辑上较为直观，因此借鉴江艇[4234]【与文后的文献不对应】的思路，在前文基准模型（1）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请补充常数和系数的解释说明，要求清晰且具有分别】
【请作者修改所有的多字母变量、单字母变量为正体表示，另外确认在下述对变量的解释说明中确保每一个变量都被解释说明，注意系数变量也被清晰说明，此外请作者特别注意i和j作为字母变量不可以多次表述不同含义，必须代表的含义相同才可以多次使用，若是代表不同的含义，请采用不同的字母表示】


                             （2）                                                （3）

                            （4）                      

                           （5）            






其中，下标t、i、j分别表示年份、城市、企业；、为城市层面的中介变量，分别表示数字经济、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均为企业层面中介变量，分别表示第t年i城市数字经济、i城市金融科技、j企业环保投资支出、和j企业绿色技术研发活动；为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其他变量、字母设置与前文一致。表5中列（1）、（2）为宏观城市层面的中介变量估计结果，列（3）、（4）为企业微观层面的中介变量估计结果。其中列（1）呈现了以数字经济进程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polic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5%【检查表述】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列（2）呈现了以金融科技发展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polic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创新激励政策能够加速城市宏观层面的数字经济进程，促进金融科技发展。而相关文献（如Tang等[35]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发展均能促进绿色技术创新[1] [43]【请进行分别且清晰的列举】。也就是说，创新激励政策能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即加速数字经济进程作为创新激励政策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是成立的。同时，创新激励政策能够助推金融科技发展，进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即金融科技发展是创新激励政策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得以验证。表5中列（3）呈现了以为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环保投资成本为中介变量支出的影响估计结果，polic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创新激励政策能够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倒逼企业调整投资结构策略，减少企业环保投资支出，从而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活动。列（4）呈现了以企业绿色研发创新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大于0，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请先补充列（4）是什么的检验结果再分析结果表明】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这表明，创新激励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提高企业绿色研发创新活动，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环保投资成本减少和绿色研发创新活动增强，意味着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形成。也就是说，创新激励政策能够推动企业规避环保投资成本上升风险，调整投资结构，转向绿色技术创新研发领域，倒逼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即企业规避环保投资成本风险，而转向绿色投资领域是创新激励政策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机制。

【表5：参考以上表格的共性问题进行修改，检查添加被解释变量】
表512  基于中介作用机制中介效应分析估计结果
	

变量
	（1）城市层面
（2）
	（3）企业层面
（4）

	
	（1）
数字经济进程
	（2）
金融科技发展
	（3）
企业环保投资成本
	（4）
企业绿色研发创新

	policy
	0.273**
	0.396***
	−-0.575**
	0.506***

	
	(0.104)
	(0.071)
	(0.257)
	(0.14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控制
	是
	是
	是
	是

	年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_cons
	−-3.407
	−-9.188***
	1.434**
	2.543***

	
	(3.300)
	(2.480)
	(0.592)
	(0.908)

	N/个
	5 184
	4 176
	2 1 014
	1 8 795

	F值
	125.526
	3 459.730
	36.471
	31.297

	r2_a
	0.735
	0.899
	0.552
	0.681


注：*** 、 **、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 括号中的数值表示聚类稳健性标准误。
综上所述，创新激励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是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机制实现的。宏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通过加速数字经济进程，提高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微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促使企业规避环保投资成本上升风险而倒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资活动，进而增强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269个城市数据，以创新城市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创新激励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创新激励政策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无论从绿色技术创新的总效应、绿色技术创新质量还是数量，创新激励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都是存在的；第二、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因地理禀赋、城市规模和营商环境的不同而存在一定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人口规模大和营商环境好的地区开展的创新激励政策效果，明显优于在西部地区、营商环境差和中等规模及以下城市，这说明，创新激励政策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依赖一定的要素禀赋、产业基础，在欠发达地区实施的创新政策和投入大量创新资源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第三、创新激励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存在一定的作用机制，在宏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通过加速数字经济进程和金融科技发展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在微观层面，创新激励政策通过促使企业规避环保投资成本上升风险，加大绿色研发投资活动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当加大由政府主导的创新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完善的创新体系对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和协调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仅通过私人资本形成的研发力量难以形成比较优势，因而需要依赖政府主导下的大量创新资源的汇聚，形成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才能形成完整的绿色技术创新链，实现绿色发展；第二、实施创新激励政策提升绿色技术创新，应结合区域的要素禀赋、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基础和营商环境，避免“一刀切”式地在地理禀赋、人才资源较差的地区投入大量创新要素，而避免导致的资源错配。同时，应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大城市发展战略，以更好地发挥政策效应；第三、依托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数字经济平台，发挥科技为金融赋能的作用，拓宽绿色技术创新的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为研发资源流向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领域提供更多便利，发挥创新资源集聚的知识外溢效应与规模效应。同时，应进一步借助环境规制政策倒逼企业调整投资结构，进而引导更多要素资源流向技术创新投资领域。

注释：
1）试点城市名单（剔除直辖市）：东莞市、东营市、乌鲁木齐市、佛山市、兰州市、包头市、南京市、南昌市、南通市、南阳市、厦门市、合肥市、吉林市、呼和浩特市、哈尔滨市、唐山市、嘉兴市、大连市、宁波市、宜昌市、广州市、徐州市、成都市、扬州市、拉萨市、无锡市、杭州市、株洲市、武汉市、汉中市、沈阳市、泉州市、泰州市、洛阳市、济南市、济宁市、海口市、深圳市、湖州市、潍坊市、烟台市、玉溪市、盐城市、秦皇岛市、绍兴市、芜湖市、苏州市、萍乡市、衡阳市、襄阳市、西宁市、西安市、连云港市、遵义市、郑州市、金华市、长春市、长沙市、青岛市、马鞍山市、龙岩市。【为何要剔除直辖市，建议将64个市清晰标注清楚，注意检查全面且无重复】
2）中国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划分最早始于1986年，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七五”计划正式公布。具体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10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9个省份。【请作者确认为30个省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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